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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藥」或「代用西藥」？

戰時國產藥物的製造與研究

皮國立 1, *

1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桃園，臺灣

中醫與中日戰爭的歷史有何關係？本文先透過中日戰爭時期製藥業的鳥瞰，

再談到整個國產製藥、代用西藥和國藥等幾個概念的複雜性。總體而言，戰爭促

成了國藥種植與研究的開展。戰爭壓力使得傳統中藥一躍而登上科學製藥的舞台，

而究其歷程，其研究不是立基於傳統中醫理論，而是開創一種植物學、化學研究

中藥的研發。

對極需用藥的軍醫單位而言，所謂研發替代的國產藥物仍是「西藥」，而非

中醫的中藥，背後中醫醫理並沒有在此時被重視，仍是一種經過西化後的製藥概

念，而且偏重單味中藥的研究與分析。整個努力需要國家級單位或經費的挹注，

而反觀軍醫系統內的藥科與藥學研究卻在 1945 年時被短暫終止，令人扼腕。但整

個研究方法已持續開展，並對於現代中醫的發展有所啟發，大量中藥開始透過植

物學的再檢視，化學實驗室的分析，進而被種植、提煉，乃至創造成各種成藥，

即便它僅是「代用」，卻也證實了中藥的「有效性」，無疑是項突破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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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對於近代中西醫發

展的歷史研究，屢有佳作 [1-3]，當前學界對

整個近代中醫發展史的看法，其實和二十幾

年前的認知大為不同。筆者在探索中日戰爭

時期的中醫藥史時，意外地發現民國時期的

中醫史不僅只是中醫內部的學術史或中西醫

論爭的歷史而已，中醫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入

了中日戰爭 [4]，在社會責任、救護工作上扮

演重要的角色 [5-6]，過去的研究極少重視它

們的存在，甚至連最新版的研究成果《百年

中醫史》中，也忽略了中醫與戰爭之間可能

的關係 [7]。即戰爭造成醫藥需求大增，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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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中藥代用藥物製造之契機，可惜過往研究

未能加以注意，實為醫藥歷史研究之缺憾。

早在戰前，中藥的科學化研究已經開始，

例如趙體乾編述的《中藥新說略釋》（1936

年），他認為改良國藥就是運用理化方法提

取生藥中的有效成份，但總體而言，戰前傳

統中醫對這部分的開展不大 [8]。倒是戰前的

中央研究院生理學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和中

央衛生實驗處有一些初步的中藥研究，但對

於抗戰時期藥品供需急迫時的研究與製藥，

還有可探討之處 [9]，特別是軍醫方面的國藥

研究，目前已有基本論術，但還可加以補充 

[10, 11]。延續這一脈絡的關懷，本文希望藉

由當時的報刊文章，來探索中醫的藥物—「國

藥」在當時可能的角色和新的意義，它如何

在戰時被需要、怎麼被研究，又是哪些單位

和人員在操作？（註 1）具體成果得失為何？

希望藉由這篇文章回答這些問題，補充過去

中醫史研究的空白之處，也做為抗戰史本身

即有多元的面向被忽略而尚待發掘的一種回

應與補充 [12]。

戰間期一般製藥業的狀況

中日戰爭爆發後，正如張昌紹指出的：

「藥物自給問題，一變而為戰時生活中心問

題之一。」[13]國家醫藥衛生事業面臨重大

的挑戰，故戰爭之初，呼籲趕緊設立藥廠製

藥和徵集藥品的消息、命令不斷 [14]。俯瞰

全中國的藥業，李穎川指出：中國素不重藥

劑專業和製藥工業，政府登記全國藥劑師的

人數，竟然只有 800人，從事製藥的人更少；

而且醫師和社會人士都喜歡用舶來藥品，德

日派醫師只會用德日藥、英美派醫師只會用

英美藥，於是中國成為一個外國藥品行銷的

市場。戰前的製藥工業，大多分佈在上海、

杭州一代，工廠除新亞、信誼稍具聲望外，

大多規模甚小。稍大者如新亞藥廠，則完全

是中國資本，創辦於 1926年，出產星牌藥品。

董事為許廣澄、陳介、伍連德、顏福慶等人 

[15] 。不過，當時所謂中國的藥廠，「所製

藥品，類皆將外國原料重新包裝，製成片劑、

注射劑或成藥而已。」新亞藥廠算是很先進

的，至少有附設藥物化學研究所，當時由藥

學界博士曾廣方主持 [16]。而製藥技術除化

學外，還有以動物、植物、礦物為原料者，

但中國藥學家卻甚少研究，只重視外國產物，

對於本國所產醫藥上有關之部分，甚少研究 

[17]。此即當時中國藥業之一般，雖稱國產，

但非完全自行製造。至於在中藥材部分，開

戰後據 1938年的報導顯示，上海的藥材業多

遷往租界，但藥材來源阻絕、運費高昂，市

價漲 30%至 1倍，但銷路清淡，銷量不及往

常之一半 [18]。但到了 1940年，市場轉趨穩

定，上海藥材業反而增加了 35家，只是川省

藥材運輸依舊困難，價格昂貴，但從藥材業

數量增加來看，中藥與中成藥的銷售轉趨興

盛，戰爭日久，人們對藥物之需求不減反增 

[19]。而成藥已成投機商品且品質不穩定，很

多假藥，管理困難 [20]。

地方政府發現藥品供應不足，也積極籌

組各種官督商辦的藥廠，解決藥物不足問題，

例如 1941年湖南省衛生處籌建製藥廠，「由

省庫撥款十萬元，製造各種醫用藥物，以謀

自給，案經省府常會通過，並委衛生處技正

任秉鈞，中正醫院院長李啟，暨前衛生署劉

彥勛等為籌備主任，積極籌備，已覓定譚家

巷產院舊址為廠址，據該廠籌備主任劉彥勛

稱：『本廠籌備即可就緒，器械巳在香港購

妥一部，因交通困雄，一時尚難運到，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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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方面，擬先行製造藥棉，紗布，注射血

清及丸藥等簡易藥物著手，逐漸推進工作，

惟技術人才缺乏，殊感困難』。」[21]政府

與民間合作的例子還有西藥商在重慶聚集資

本，大規模設立西藥廠，一方面向政府接洽

立案，一方面向香港購買各種化學製藥儀器，

開工製造。報刊稱這種國人自製藥品之風氣、

不求他人而自給自足，已是一種革命 [22]。

另外，西南各省軍政醫專家數十人，鑑於藥

品關係到抗戰將士的戰力，於桂林創設西南

藥品化學工業製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製造各

種藥品和衛生材料，並擴大創業資本五十萬

元，呼籲各界人士參加 [23]。廣西桂林各西

藥房負責人還籌組聯合製藥廠，先集資 20萬

生產各種成藥，再逐步擴充至二百萬元 [24]。

後來國民政府軍政部還擬定招商投資與製藥

工業辦法，希望由軍方出面，促進藥品生產，

投資彈性很大，主要有：完全由商人投資、

由軍政部和商人合資，或由軍政部出資交商

人興辦者等三種模式，興辦產業有製藥工業、

醫療器械和敷料等三大項 [25]。

揆諸報刊所載，各公營民辦或政府補助

辦理的藥廠有不少，本文初步根據報刊記載

略述一二，資料大多集中在 40年代後，可能

是當時藥品需求已達窘迫，有需要大量生產

之壓力。例如劉瑞恆親赴自共和五通橋，觀

察久大公司、黃海工業研究室等各項化學產

品製作情形，他集資數百萬創立「協和製藥

廠」，希望補救西藥來源不足之問題 [26]。

「中國製藥廠」陪都營業處於 1942年 5月開

幕，該廠成藥有 80餘種，計分：一、各病預

防常服藥品；二、時疫痧症救急藥品；三、

寒暑感冒藥品；四、腸胃病藥品；五、虛弱

貧血藥品；六、瘧疾藥品；七、止咳藥品；八、

止痛藥品。還有眼耳口鼻藥、皮膚瘡症、花

柳病藥品、傷科正骨藥、婦幼科藥品、風濕

藥品、化痰安神等十六類 [27]。「中央製藥

廠」則為擴充營業和便利各方用藥，1942年

特設辦事處於重慶，兼營門市配方 [28]。後

期還有「國立第一製藥廠」設於合川，由麻

醉藥品經理處處長梁其奎負責籌備；「國立

第二製藥廠」則設於蘭州，由楊永年負責籌

畫，楊後來也任擔西北衛生實驗院院長 [29]。

私人藥廠方面，例如重慶的銀行和實業

界人士，發起組織中國藥產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宣稱要採用科學方法，精製國產成藥，

運銷國內外市場，資本總額為二十萬美元，

籌備委員包括陳覺民、康心之、周季悔、徐

廣遲、李鍾楚等人 [30]。重慶的西藥商也集

資成立大規模西藥製造廠，向香港購買各種

製藥機器。1939年在重慶還有「中國藥產提

煉公司」之成立，主要由南洋僑胞與銀行界

籌辦。此外，還有光華化學製藥廠，中法藥

房製藥廠，原址皆在上海，一部分遷移至漢

口、一部分移至重慶，中法藥房專銷艾羅補

腦汁 [31]、九一四藥膏、人丹、胃寧片等，

但因製藥原料來源不穩定，價格昂貴，故產

銷不正常 [32]。另有民康製藥公司、天原化

工廠，西南製皂場等，本來都是化工廠，但

也相繼投入製藥業 [33]。外國藥廠部分還有

拜耳醫藥廠，在抗戰時仍持續打廣告，例如

介紹戰爭時最重要的兩種藥物，即治療創傷

和瘟疫的藥物；在陸軍醫院內最重要的就是

消毒、洗滌傷口的藥劑，例如「雷佛奴耳」

（Rivanol），浸泡紗布後即可敷用於傷口上。

《拜耳醫療新報》上還介紹幾種用於瘡口、

創傷、化膿之藥物，但都借用傳統中醫外科

「去腐生肌」來讓讀者理解 [34]。至於在管

制藥品方面，衛生署長金寶善指出，自太平

洋戰爭爆發後，衛生署特別頒訂「戰時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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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售銷登記管理辦法」，分行各省市政府

轉飭辦理，嚴查囤積居奇、哄抬藥價之行為。

而「戰時醫療藥品經理委員會」（1945年廢

止） [35]和中央製藥廠，也在重慶設立評價

藥物販賣部，以利患者購藥。在開源方面，

金寶善指出，衛生署督促中央製藥廠等處特

別注意使用國產原料，以求自給自足 [36]。

總體而言，通過抗戰洗禮，至 1943年衛

生署已有報告，後方屬必須之藥品 104種中，

除十餘種需進口外，其餘均能自製。重慶一

地的公、民營製藥廠，已有 23家，加上西南、

西北等地則已有 50餘家。經濟部已將製藥業

列入國家重要工業之一，製藥業同業公會也

歸經濟部所管，可見國家對製藥工業之重視。

李穎川認為，到了 1943年，藥用植物已設廠

種植推廣，動物皮毛與小便，皆已在設法利

用，各方面過去需要靠外國進口者，現已部

份能被國產藥品取代，藥價大為低廉。藥學

界已組織中國藥學會、中國藥物自給研究會

和全國醫藥品器材生產協會等團體，藉研究

學術以喚起大眾對製藥業的重視 [37]。藥師

趙汝調以荷爾蒙和維他命為例，最早是先用

浸膏，逐漸發展成能夠提煉成結晶，最後則

要朝向用化學方法合成，則功效更為準確。

趙認為，製藥除設備外，還要能精進，靠得

不止是儀器，還需要不斷的研究 [16]，這個

歷程，大概在抗戰結束前發展得較為完備。

「國藥」之生產與管理

瞭解當時藥廠大略狀況後，本節重心放

在分析當時製成藥品之種類。延續前論，既

然藥品供給量不足，故時人多想到要製造「國

產藥物」，它可能具有兩個既融和又衝突的

概念：第一是中藥製品，另一個意義是利用

國產原料所製成的代用西藥，當時報刊內皆

稱為「國藥」。戰爭開始後，多數人對醫藥

之匱乏感到憂心忡忡，提出各種因應時代潮

流的醫藥觀念。在人才方面，多主短期訓練，

而在製藥方面，除藥廠、資金等諸多問題外，

最重要的就是思索運用國產原料，製成國產

藥物的各種可能。例如言：「至醫者對材料

之選擇，尤須採用國人之自造者，即製藥所

需之原料，凡有足資代用之國產品，亦極應

盡量採用」、「尤希我當代醫藥專家，共同

努力，研討我所有國產藥物之原料以供戰時

製藥之用。」[38]

就中藥而言，即最道地的「國藥」。孔

夢周指出國醫藥之價值，無論在德國柏林大

學或日本的皇漢醫學堂，皆重視中藥實驗與

研究，反而是中國人棄之如敝屣。孔氏親身

經歷，「不須剖割而安全治療痊癒」的故事，

在戰時屢見不鮮，他說：「尚有其他有效藥

物療傷接骨等功用，皆能起死回生，而不致

人於殘廢者，如傷科學成方之膏丹之類，與

夫最普通之骨碎補、川芎、商陸、冰麝等，

與西醫動則割鋸，雖微傷小創，皆為器械標

治法而致人於殘廢者，未可同日而語。」[39]

而中日戰爭導致藥品供應匱乏、價格高昂，

民眾沒有能力買藥治病。若當初成功廢除中

醫，則國家不待外敵來消滅就滅亡了，故言

中藥是中華民族的「續命湯」[40]。潘勉之

則提到戰時要以科學來研究中藥，加強「國

防醫藥」建設，首先是要建立具有世界性的

新中醫學，必須以中醫為醫學發展的主體，

參酌各國醫學的精華而融合成新醫學，頗似

五十年代後重視中醫的歷史發展 [41]。集中

智力以求國藥之科學研究和製煉，他提出幾

項做法：（1）使全國各大學充份運用物理化

學之精確方法，分析和確定國藥中的成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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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以配合新中醫學的研究。（2）設立大

規模之國藥製煉廠，以供當前急需，提升國

民經濟。（3）精密調查各出產國藥之地區，

對傳統之栽種法、採取法，予以培植和技術

開發。（4）迅速對國藥內銷上之一切困難，

加以克服，如給予交通運輸之便利，稅率及

關卡手續之減免 [42]。

另一種國藥概念是以國產原料製成之西

藥。抗戰開始後，東南工業區域相繼淪陷，

沿海港口多被封閉，內地生產受影響，尤以

藥品最為缺乏，價格昂貴且無處購製。故西

安醫藥界與實業人士，皆以西北藥物原料豐

富，應該用科學方法製成西藥成品以供抗戰

所需。當時招股六萬元，欲成立「西北華西

化學製藥廠有限公司」，1939年籌到四萬元，

預定楊叔吉為董事長、竇蔭山、楊曉初為庶

務董事、李子舟為經理、王靄如為廠長 [43]。

該廠主要採取國產藥材，應用科學方法，製

造西藥成品；藥廠出品種類計有原料藥品、

注射針藥、特效成藥、藥棉藥布等材料，該

藥廠設有重慶經銷處和成都經銷處販售藥品 

[44]。

其實，從當時藥品管理法令的角度來看，

內容似乎囊括中西藥，界線並不像我們理解

的中西醫論爭那樣截然二分。例如〈戰時醫

療藥品暫行標準表〉內有普通藥品 104種，

其中包括：橙皮、樟腦、香椒、黃連、五倍

子、龍膽、甘草、遠志、大黃、滑石、薑等

等，皆附英文藥名，其為製成西藥之原料，

可見當時許多西藥皆從天然植物中提煉 [45]，

當時中、西藥物界線之不明，在日本甚至是

20世紀初期的歐陸皆如此。另外，衛生署

於 1942年公佈〈嚴禁藥商囤積居奇〉法令，

嚴禁藥商囤積居奇，內文規範了所謂的「醫

療藥品」，顯示政府當時在藥品管理上，中

西藥原料之界線並不截然二分，例如有維生

素、血清、奎寧、魚肝油、碘化鉀等等，很

明顯是西藥，但複方龍膽大黃錠、滑石粉、

麝香草腦、複方安息香酊、番木鼈酊與浸膏，

就像是以中藥原料製成，但應該還是被定義

為「西藥」；另外像是「化學藥品」類別，

其學名則確定全為西藥 [46]，抗戰時期若由

化工業者生產之國產藥品，應該多是指「西

藥」，例如四海化學工業社所出產的國產藥

品就是一例 [47]。一位在湖南乾城衛生院服

務的讀者徐劍青在〈抗戰第五年告醫藥界同

志書〉一文中大聲呼籲，隨著抗戰進行，醫

藥器材愈發地不足，他指出幾點，包括「發

起廣泛之國藥改造運動，以代替舶來品。」

[48]這裡的國藥，指的也是國產藥料製成的

西藥，而非純中藥。

在純粹的中藥方面，當時藥廠已吸收科

學化的製藥法，製造成藥以因應戰時需求，

而非我們想像的用飲片直接煮成湯液來服

用。早在戰爭前，1937年 4月 1日，重慶國

醫院開幕，院長為龔一維、龔志賢，醫務主

任為李壽昌；該院即已展開中西醫合作，並

設有熬藥部，提供民眾熬煮中藥之服務 [49]。

戰爭開始後，中央委員焦易堂等人發起在重

慶設立國藥製造廠，鍋爐已裝置妥當 [50]，

中藥之運用與製造依舊興盛。復以戰爭中有

不少對中藥奇效的報導，例如《醫藥之聲》

記載：

�　　報載此次大戰爆發後，西醫生多已

赴前方執救護之役，醫生亦有投袂而起

者。中醫跌打之技原自不弱，宜乎其當

仁不讓也，聞之前線歸客談，軍委會近

發有救傷聖藥，為諸健兒所極端信賴。

藥為雲南產，大如胡椒，有白色者，凡

有血無痛則以水服，有痛無血以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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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紅色者一種，雖痛極服壹丸則血痛

均立止，軍中呼為仙丹，軍委會雖備有

大批，猶不數分配，藥為何物所製不詳，

以我國幅員之大，物產之奇，中醫用藥

之神妙，如此類者，料尚不少，蓋有發

揚之必要也�[51]。

這段報導極有可能是雲南白藥 [52,53]，

而軍方還備有不少，可見當時軍隊運用中藥

是很普遍的。至 1941年，中央國醫館、振務

委員會、衛生署、中醫委員會等單位更合作

創立「中國製藥廠」，希望能溝通中西醫藥，

《西南實業通訊》刊載：

�　　各種出品，材取國產，法用科學，

效宏價廉。其出品種類�如次：注射劑類：

靜脈注射：如二重散、時疫靈、痒治林

碘鹽、柳鹽糖鈣等十餘種。肌肉注射：

如永梅星、安必來丁、時疫靈等十餘種。

皮下注射：如士的年、樟腦液、嗎啡、

規寧等八九種。片劑類：如頭痛片、止

咳片、止痢片、解瘧片、傷風片、消食

片等十餘種。丸劑類：如防疫丹、行軍

丹、氣痛丸、寧坤丸、長壽丸、補腎大

造丸、寶生丸等十餘種。液劑類：如救

急水、家庭感冒水、眼藥水、紅藥水及

各種酊劑等十餘種。膏劑類：如瘡瘍膏、

硫碘膏、硼酸膏、灰汞膏、排膿生肌膏、

渴毒立愈膏等二十餘種。附帶類：如藥

棉花、藥紗布，救急包、蒸溜水、牛痘

苗等，一概俱全。」當時中國製藥廠出

品的藥物，也有市售。第一經銷處為重

慶一牌坊韓逢奇藥房；第二經銷處為重

慶陝西街益洲參號，成都也有總經銷處，

還附有該廠詳細說明書及價目表可供索

取 [54]。

可見該廠不但生產中藥成藥，也生產西藥，

有原料則妥善運用，不分中西。報刊上的醫

藥知識，有時會同時刊出中西藥兩種治法，

例如火（燙）傷，除了用西醫的外用軟膏塗

抹外，也可使用珍珠散、滋膏等，其組成之

中藥，常一起刊出 [55]。

戰時中藥的發展，不僅止於生產而已，

還在於進一步研究。《西南醫學雜誌》上刊

載一個以西醫為主的「中國藥物自給研究

會」，於 1942年開第一次年會。主席團包括

金寶善、盧致德、連瑞琦、羅霞天等人。眾

人認為今後之會務，為推動各藥廠製造「中

國特效藥」，並統一成立一製藥廠以解決藥

荒問題。國民黨大老陳果夫出席時指出：最

先研究的藥物應該放在瘧疾和痢疾，「學科

學的人應協助中藥之發展」，教育部更令所

屬各校積極努力，從事中藥之研究。衛生署

長金寶善於致詞時向各藥廠致謝，並指出：

中國各種用藥之多乃世界之冠，今後應該擬

定標準將用藥降至一百種左右，其中四分之

三要能自產較好，除舶來品之外，皆需設法

生產代用品；衛生署副署長俞松筠（1898-

1951）也稱，中國醫生不應只成為舶來藥品

的調劑員，要能自產。會上，擔任過戰前中

央衛生實驗處下設的化學藥物系中化學實驗

室主任的孟目的（1897-1983），也指各藥廠

應互相合作才能有成就。當時參加藥品展覽

會的有中法藥廠、光華藥廠、信誼藥廠、民

康藥廠、國藥藥專、中國藥產提煉公司、西

安華西製藥廠等四川境內大小藥廠五十家以

上 [56]。

陳果夫推動「常山」的研究，其實就在

說這個故事，當時報導揭露，經過一年來的

臨床實驗和病理研究，證實常山的效用與奎

寧一樣，而且沒有奎寧之副作用，有助於軍

中防治瘧疾 [57]。這段故事，雷祥麟有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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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分析，亦即所謂的「發現（中藥）常山」，

事實上是多層次的「再網絡化」的過程；透

過這個過程，西醫將常山自中醫的傳統網絡

中剝離開來，繼而轉化吸收至他們自身的社

會—技術網絡中 [58]。真正的問題，還在於

當時傳統中醫無法參與這樣的歷程。正如孔

夢周指出，除了推動給予國藥專利的鼓勵外，

雖政府已逐漸重視中藥的功效，但能人多挾

其技術匿居鄉井、私相授受，很難對中藥研

究作出貢獻，只有靠政府廣徵特殊國醫藥研

究人才，不論有技術而無學問或有學問無技

術者，全部集於一堂，互相研究發明之。再

設班訓練後進，以挖掘固有寶藏 [59]。以下，

我們要再繼續說這個故事，不僅是常山而已，

還有更多的中藥於戰時被研發，它源於一個

更大的可能，在此次戰爭的壓迫下才得以施

行，而那已幾乎造成中藥的某些革命了。

軍醫與「國藥」種植

若沒有戰爭用藥的急迫性，中藥可能永

遠被忽略，中藥科學化更永遠是個口號。當

時化學製藥技術尚未成熟，中西藥原料的模

糊，給了當時傳統中藥不少可能的發展空間，

特別是對戰爭用藥急需之軍事醫療單位。

1939年時，軍政部頒行〈獎勵國藥獸醫有效

良方暫行規則〉，送軍事委員會和行政院核

準備案。有鑑於中醫多不肯公開秘方，加上

西藥難以取得，故以此法徵集與獸醫有關之

中藥，還附有〈某病有效良方聲請試驗書〉

供讀者參考 [60]；若對於西醫難治之症，有

配成特效藥品，經實驗有效者，還可發給獎

金或申請專利，完全針對中藥而行 [61]。

在中日戰爭爆發前，軍醫中不少人甚至

不識醫藥，傷患的處理僅是更換繃帶，而且

缺乏嚴格之消毒。內科疾病的處理都是服用

暑藥、行軍十滴水、人丹、行軍散、避疫丸、

衛生水、霍亂預防液等中藥 [62]。南京國民

政府成立後，政府銳意整治軍醫，與本文較

有關的藥學科，起步較慢，較少研究者加以

重視。軍醫學校的藥科於光緒 34年成立，至

1928年北伐成功後，增設藥科科長於教務長

之下，首任科長為鄭壽（1896-1982）。1933

年，軍校奉命遷至南京，劉瑞恆改藥學科長

為主任，先後由孟目的和陳璞擔任主任，當

時軍醫學校重醫輕藥，培養人才不多 [63]。

至1937年，張建（1902-1966）接任教育長後，

任用張鵬翀擔任本科主任，銳意革新，可惜

戰爭爆發，輾轉遷徙，到了 1938年遷至桂林、

1939年再遷往安順。此間於 1937年 12月

時，地方上如廣西軍醫也曾招募藥科速成班

學生，錄取了 42人，皆為因應戰時需求 [64]。

張建非常重視藥科，藥科教師陣容非常龐大，

張認為中國太依賴外國藥物，必須培養屬於

本國的製藥研發人才 [65]。而張建在戰爭爆

發後至 1939這幾年，也派員前往香港、上海

等處採購設備，維持較內遷大學更好的科研

水準。至 1940年，軍醫學校持續建築房舍、

實驗室，並分設基本化學、藥劑學、生藥學、

製藥化學、檢驗化學、化學兵器等六系。至

1940年，該校的藥品研究所正式奉准成立，

由張鵬翀擔任所長，林公際（1896-1980，原

名蟠）任本科主任，後由張建直接掌科務，

顯示其愛護藥學之熱忱，張建之開創功不可

沒 [66]。1944年軍醫藥品製造研究所張鵬翀

培養訓練製藥佐理員，還設立短期訓練班訓

練藥學人才 [67]，而孟目的、張鵬翀等人則

為當時發展藥學之代表人物。

根據張鵬翀指出，抗戰前因為醫藥便利，

所以一般人未注意製藥之重要，但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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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教育長張建有鑑於製藥事業之重要，遂

呈準成立「軍醫藥品製造研究所」，使藥科

教員與師生，都有實地製藥之經驗。藥學家

於達準曾在《醫事公論》上寫到，軍隊的醫

療衛生事項，論述已多，但對於藥學衛生上

的重要任務，卻很少有人談及。在於氏的想

法中，藥學人材是非常具有專業性的，不只

是單純配藥而已。還要能管理衛生材料、預

防傳染病，編製藥典與調配營養品、管理後

方醫院、軍用品、食品、罐頭，甚至防毒工

作都要能擔任，並言「未來之世界大戰，藥

學應用，大於醫學，誠意中事也。」[68]他

將藥學人材視為專業醫者，可見戰爭的壓力

使得藥學人才的培育受到重視。1940年夏季，

張鵬翀赴上海購買器材，因經費只有五萬多

元，故先成立第一部於安順，初期先製造酒

精。後來陸續興建的第四部最為特別，「第

四部原與藥科生藥學系合作，現因本所擬自

種植生藥，另闢苗圃，故已改為錠丸酊液漿

等劑之製造。」第五部原製造玻璃儀器，在

1942年後也在盈餘項下撥款預計籌設「國藥

研究部」，將國產之藥物加以科學研究，原

以五萬元開辦，但至 1942年已有三百多萬的

結餘。組織方面，該所下設研究部與總務、

製造二課，其中製造課的工作就在「盡量利

用國產原料，製成醫療藥品或化學品。」前

述苗圃則以栽種中西藥用植物為主 [69]。

自緬甸淪陷後，醫藥來源更形困難，軍

政部軍醫署為了藥物的自給自足，在 1942年

4月奉命於重慶北碚近郊沙坪壩闢地四百餘

畝，開設藥苗種植場，遴選藥學專家於達準

擔任廠長，除重植歐美藥用植物外，並運用

道地國產藥材以替代西藥，進一步研究與開

發。於達準認為，軍隊藥學人才要負責編製

《陸軍藥典》，因為藥品種類繁多，例如解

熱劑有數種，若皆採購，不易攜帶，不合戰

時需求。藥典的功能就是能夠選取一、二種

重要的載於藥典，務求簡要並減少種類，以

便於攜帶。又如「各種普通處方，由數藥配

調者，似覺不便，或改為特別製劑，使處方

中各藥，合製為錠劑、丸劑、散劑，以便攜

帶，則事簡而效多。」[70]主要就是開發以

複方成藥為製藥之準則，免去調配的麻煩。

又，北碚藥苗種植場的廠區工作人員有高級

研究員、技術員、助理技術員、管理員、練

習生、員工等共約百餘人；共分為化學、生

物、農作三組，注意調查、採集、試種、修治、

儲藏、分科鑑定、化學分析、提煉、藥理實

驗、臨床、製造、推銷等工作，已栽種三、

四百種，大量種植的有毛地黃、除蟲菊、印

度大麻、曼陀羅、巴豆、大黃、小茴香、金志、

陳皮、肉桂、蓖麻、常山、白頭翁、延胡索、

烏頭、使君子、苦木、白芷、吳茱萸、牛蒡

子、胡荽；並生產各種生藥製劑和利聖靈錠，

還在南川金佛山協助中央政治學校種植常山

一千畝，年年增加，以作為奎寧之替代原料 

[71]。

藥用植物圃的種植在當時頗為興盛。早

在 1940年，軍醫署成立衛生用具製造廠，專

門生產義肢，服務殘障軍人；旁邊即附設藥

物苗圃，種植不少藥苗，但產量不多。私人

的製藥公司，例如民康製藥公司，也有棉花

紗布廠和製藥廠、藥用植物苗圃等廠 [72]。

至於在安順的軍醫學校藥圃，乃直接供給軍

醫藥品製造研究所材料之源頭。《藥學季刊》

上記載：

 本校由京輾轉遷來安順，因鑑於研究國

產藥材的重要；且雲貴高原，為藥材著

名產地，氣候土壤，都很適宜藥物的栽

培和繁殖，故於是年夏季，即由生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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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著手籌設藥圃，租定安順城北武勝山

麓，本校興建武勝山實驗室周圍田地

三百餘公畝，劃分本區、實驗材料區、

及藥物試植區三區，一面計畫開墾種植，

一而向國內外採購種子及藥苗。當時因

為經濟人力兩告困難，如果完全雇用人

工去開墾，如此一大片荒地，所費實在

太大；正在籌謀之間，本校藥科廿一、

廿二等期同學，因為希望早見藥圃的成

功，都自告奮勇去幹墾荒拓植的工作。

由於他們開闢之功，復經當局的慘淡經

營，迭次擴充，得能樹立現在規模。今

全場共植有藥物四百五十餘種，各種美

麗花卉一百七十餘種，四周植樹成行，

林蔭蔽空，百花競放，四時不輟，堪稱

山城中的一個美麗風景區域 [73]。

由此可見當時中西藥用植物種植之盛況。刊

載此訊息的《藥學季刊》，乃由軍醫學校藥

品製造研究所在安順發行。當時軍醫學校的

藥品製藥研究所，除出產藥品外，在貴州安

順也兼門市營業 [74]。一位作者趙仲雲，寫

了一篇〈湘粤桂黔四省藥化工廠廵禮記〉，

考察當時藥廠的生產情況，例如湖南衡山市

的「南嶽實驗藥圃」，規模不大，但已向國

內各處有關機關蒐集苗種，以便種植及進行

各種研究工作。廣西省立製藥廠，同樣準備

開闢藥圃，栽種藥用植物。其他幾所如湖南

省鍊鉛場、鍊鋅場、嶺南大學農學院，則都

有所描述 [75]。

再舉當時軍醫藥品製造研究所第四部出

品的藥物為例，同樣是中西藥合璧，例如酵

母錠、蘆薈鐵錠、安替披林錠、阿斯匹靈錠、

鹽酸麻黃素錠、複方甘草錠、蓖麻油、薄荷

油、八角茴香油、複方大黃錠、大黃重曹錠、

重曹薄荷錠、維生素乙、丙錠、複方樟腦酊、

吐根酊、番木鱉酊、遠志酊、阿片酊、除蟲

菊花酊、曼陀羅酊等等 [76]。但這些藥品嚴

格定義應該算以國產中草藥為主來生產的西

藥。一如政府鼓勵藥學專科學校興設製藥廠，

以擴大生產及研究中藥代替品，內政部也預

備撥款百萬元，訂購必需藥品，以應急需 

[77]，大體以「代用藥」研究為主，而非生產

科學化的中藥成藥。而安順軍醫藥圃的「標

本區」植物標本四百餘種，同時向國內外採

購各地特產藥苗及種子，其分類方式是西方

植物的知識。在提倡藥物「自給自足」聲中，

該圃「試植區」中主要種植適於高原溫帶氣

候的藥物，例如亞麻仁、蔓陀蘿、洋地黃、

美鼠李、黃蜀葵、白芥子、黑芥子、小茴香、

除蟲菊、牛蒡、紅花、大麻等十餘種藥物；

除紫花蔓陀蘿葉，和白花蔓陀蘿葉中的生物

鹼含量過少，尚待改良外，其他十餘種藥物

無論在品質、產量上都甚佳，並加工製成除

蟲菊散劑、酊劑、洋地黃散劑及其他製劑，

顯見都是西藥製品。還有安順在地數種藥物，

如蓖麻、薄荷等，並加工製成藥品，如薄荷

油、藥用蓖麻油等，以供應市場 [73]。雖然

這些藥用植物最後都被製成西藥，即使是於

達準廠長，可能也將中西成藥混在一起，認

定為是西藥。例如他說：有些重要藥品若非

普通藥房所有，則可由材料廠選料自製，以

備急需。於達準在「暑藥與消毒材料」中舉

例：「如人丹，行軍散，十滴水，漂白粉，

漂白精錠，石炭酸等，如向各處藥房購備，

萬一敵方間諜，勾通藥商，混入毒物，或不

顧信用，缺少成分，偽物出售，此種隱害，

城非淺鮮，各國均由材料廠自製，既可多行

製造，又可免敵人之偵悉 [78]。」人丹，行

軍散的組成皆為複方中藥，十滴水、石炭酸

等則是西藥。亦即，可能於達準認為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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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藥代用品或西藥，而非傳統的中藥。

在 1949年前後都致力於研究藥用植物的

譚炳杰，在抗戰時對中藥有很多看法。他認

為：「邇來前方抗戰將士，需要諸多醫藥，

西藥固較完美，但流行疾病，接骨療傷，但

中藥中亦有不少奇方怪藥，可以代替之者，

而後方民眾之保健，同一重要，萬一西藥不

能入口，則將如何以處？是以軍政部軍醫署

第二期戰時行政計畫實施方案中，有籌設藥

用植物苗圃之計劃也 [79]。」在軍醫體系開

展的「代用藥」之外，譚氏還思考更多可能，

不單是藥用植物的重植，也將眼光轉移到中

藥的研究上，代表另一種藥用植物的思維。

戰時中藥的研究

四川是中藥的大產地，許多中醫努力煉

製中藥 [5]，當時把中藥視為重要利權，認為

不能外溢，不單著眼於解決戰時藥品缺乏問

題 [80]。藥學專校孟目的校長指出：他欽佩

中醫努力提煉丸散膏丹之努力，但現實是「軍

醫」終究是西醫，他們只能照著成方配藥，

不會使用所謂的代用品；西醫用藥、調劑之

訓練皆與傳統中醫不同，這是造成中西醫於

用藥上的根本差異，也反映兩者醫學理論之

別。故如何使西藥自給，仍是當前最重要的

問題 [81]。反之，譚炳杰不以「代用」為滿

足，他指出當時單獨依靠國藥來維持健康的

人不在少數，「國藥之代用辦法應運而生」，

還具有兩層更積極的意義：第一是相同成份

者，可以直接代用或提煉應用；其次則是成

份不同，但與西藥療效相近的國藥，也可替

代。他自陳於 1939年冬天，看到曾義宇在重

慶青年會演講〈抗戰中國藥代替西藥辦法〉

的手稿，指出許多西藥其實是國藥所固有的，

可直接代用，例如大黃、甘松、樟腦、斑蝥、

荳蔻、丁香、生薑等。另有許多西藥為國藥

所提煉以應用之者，如當歸露、貝母精、麻

黃精、半夏精、松節油、單寧酸、肉桂油、

薄荷精、杏仁油、芥子油。許多西藥以國藥

為基礎而配製，例如陳皮酊、荳蔻酊、龍膽

酊、大黃酊等。還有西藥可以用成份不相同，

但引發生理性質相似功用的國藥以代替，例

如阿斯匹靈屬於解熱劑，可用國藥發汗解熱

劑之麻黃、桂枝、荊芥、羌活等代用之 [82]； 

（金）雞納之解熱劑可用國藥之解熱劑如柴

胡、銀花、梔子、連翹等代替。其他像是西

藥的催吐劑、健胃劑、消化劑、瀉下劑、強

壯劑、強心劑、驅蟲劑、麻醉劑，有都有代

用之中藥。最後就是與西藥化學成份和生理

作用都不相似，但是其間接治療效果相同之

國藥以代替，例如用附片、桂枝等國藥興奮

心臟，可助利尿消腫，或用牽牛、大黃等藥

瀉下，但間接可以消除瘡瘍之發炎和腫脹等

症狀 [83]。

本文並非認為「代用」不對，反而是因

為「代用」這個概念的興起，使得很多中藥

的科學研究變得可能。於達準言：「年來研

究生藥，畢生精力，盡瘁於斯，據經驗與閱

歷，深覺中藥功效，殊足珍貴。徵之新醫理

論，亦多暗合之處，惜中醫用之，僅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若以科學方法整理，中

國醫藥學術之勃興，豈有涯涘！」[80]只是

在這個時間點，中醫甚少加入研究，潘勉之

就指出，在人才方面「羅致散處各方之新中

醫界之碩學名流，俾集於一處，以主持醫校，

及化驗國藥，及集體探討，使獲得新的發明

而增加其貢獻。因現代醫界人才，能貫通中

西醫學之精華份子，自抗戰後，多已內遷散

播於四川、雲南、貴州、江西、湖南、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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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都只過著執業醫生的生活，為了各著

名的醫學校，如上海新中醫學院、國醫學院、

中國醫學院等，統統沒有遷回後方，以致各

院之主持人或教授之新中醫界鉅子，不能不

退而為服務一方的個別工作，對中醫教育的

進程，因而暫告停頓，這一損失當不容忽

視。」[84]即當時的中醫大多流散各地，人

才不濟，很難再進一步有深入的研究，這個

歷程要到 1950年代後才有進一步發展 [41]，

此時的中藥研究，多在植物學和生藥化學中

開展，值得注意。

國藥要能被有系統整理與研究，先要普

及植物學知識。莊兆祥指出：「夫植物學（尤

其分類學）雖非本草學之全部，猶不失為研

究國藥之一大利器。無此智識而欲整理國藥，

與無飛機大砲而談戰爭何異？顧人皆對此不

甚注意者，則以其徒記草木之名，乾燥無味

耳，吾人日常之案頭花卉，饌中蔬菜以及庭

前草木，能一一識其名稱，明其功用，亦植

物學之初步智識也。」最好能有健全的藥草

研究會與實用的植物圖譜 [85]。中央藥研所

的研究人員，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滇產

一種植物名白槍桿或根根藥，他們發現其皮

具有治療瘧疾和消滅瘧原蟲之作用，簡稱新

靈樹（Sinine tree）。作者除對其外觀、生長

特性進行描述外，並對提煉方式進行解說，

根皮可作為瘧疾之特效藥，根與莖也具有明

顯的解熱作用；此外，安順軍醫藥圃除試植

外，還著手試驗土壤肥料，研究藥物有效成

分之含量與產量的關係，以謀改良品種，增

加產量 [73]，這些都是先掌握植物學性質，

再探索療效 [86, 87]。譚炳杰還提過關於四川

省藥材種植分佈與開墾建議，認為可依據產

地特性來提高中藥材產量，以作為藥用化學

上的製造原料 [88]。莊兆祥則認為要重視清

查藥草產地與用法，過去外國學者來中國調

查植物，多忽視其功效。他在報刊上分析，

過去中國已有李時珍《本草綱目》、趙學敏

《綱目拾遺》和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

等書，各有偏重和缺失，但卻已對藥物療效

有基礎的認識。現代交通發達，又有這些基

礎，應該要好好展開藥用植物的調查 [89]。

植物學之外，接著就是生藥化學的研究，

這樣的例子在當時不少。舉例來說，很多的

藥圃都不單是種植而已。例如「南嶽實驗藥

圃」內，先用植物學先加以鑑定，再製成生

藥，先確定真偽後，再提取其中有效化學成

份，做定性與定量分析，定其化合物之實驗

式、分子式及構造式，再製為藥劑，補救西

藥來源之匱乏 [75]。前述軍醫學校藥品製造

研究所報告中就有〈關於五倍子製品之製法

與其他〉，五倍子具有鞣酸蛋白可以作為西

藥。該報告分析了五倍子的化學成分、浸製

法，當時德日等國多用「醚浸法」，美國則

是用酒精浸製法，浸出液體蒸乾後，就可以

得到鞣酸，可供藥用 [90]。這與傳統中醫認

為中藥要用古法泡製，順從中藥理論的想法

有很大的不同 [91]。譚炳杰則有〈川產大黃

之研究〉一文，刊載於中央農業試驗所的刊

物上，對大黃製藥的各種可能與療效，先進

行傳統中醫典籍療效之探討，並參酌美、日

之研究，介紹其化學分析項目，還介紹各種

已有的大黃製劑，包括大黃浸膏、複方大黃

散、小兒散、大黃糖漿、複方大黃酊，可見

當時中藥成藥種類之多，較有特色的是譚氏

重視中醫典籍的療效，不完全以化學成分來

看生藥 [92]。不止研究化學成份，也開發新

藥，齊魯大學的薛愚等教授研究木鱉子、川

芎、使君子等國藥，在使君子水浸膏中獲得

一種非晶形物，用蚯蚓試之，效力最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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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種外用殺蟲藥 [93]。國立英士大學藥

學系教授許植方因著〈國產治痛風藥防己乙

素構造之研究〉一文，還獲得當時教育部獎

金，報刊報導這是第一次有關中藥學著作獲

得教育部獎項 [94]。

還有於達準對於黨參之研究，他綜合植

物學、生藥化學和中醫典籍三者進行論述，

在期刊上發表。他指出藥品上黨參，學名是

Radix Tangshen，有植物學之基本內容介紹，

如別名、科名（桔梗科），藥用部（根部）、

產地、形態等描述。這些知識很重要，因為

市上膺偽甚多，還需辨別真偽。成分方面，

該藥含有 Saponin類化合體，「尚無詳細化

學研究報告」。性味則是味淡泊緩和、微甘。

主治方面更有意思，彷彿是中西醫結合之話

語，他寫到：「本品連續服用，能使血液濃

厚，紅血球與血色素最增加，為補血藥，應

用於各種貧血症，萎黃病，白血證，惡液質

等之血液病，與鐵劑、砒劑等參用有良效。

本品之用於各種慢性衰弱症，如結核，久瘧，

脊髓勞，神經衰弱症，及病後產後等，藉以

改良營養強壯體力，此外對慢性腸胃病之消

化不良，嘔吐，下痢等亦奏效。」[95]該報

告還解釋黨參可治病的醫學道理：「按貧血

之原因，常起於血液性質之變化，即血液之

減量並不著明，而赤血球之數及血色素之量

則高度減少，多續發併發於各種慢性之疾患，

如惡液質、營養不良及慢性衰弱主要症候，

僅現貧血症而無其他之症狀者，謂之萎黃病，

此種貧血之主要原因，為赤血球與血色素之

形成不足，其療法必須包括血色素必要材料

之供給與血色素形成之促進。」本品能使血

色素形成促進，故為補血劑。在藥學證據上，

根據動物試驗結果：黨參能使食肉動物紅血

球之數目增加，白血球之中性者增多，而淋

巴小體者減少，還能使血色素增加。總結黨

參能以科學的方法製成浸膏，Extratum酊劑

Tincture等功效，比一般補藥更佳，且徵之舊

說：「黨參主補中，益氣，生津，和脾胃，

除煩渴，中氣微虛，用以調補等亦頗暗合。」

[96]在這個例子中，雖然研究方法主體是西

方的，但最後也徵之傳統文獻，療效之相合，

仍是一種中西藥理的對照。

同樣，一些研究在進行植物學探討時，

還注意到傳統本草典籍的重要性。譚炳杰曾

以研究與調查川芎的植物生長特性與療效來

說明。這樣的研究通常分成幾個部份，首先

考證其中、西植物學名稱與外觀形態，並描

述其生長特性與氣候條件，細緻之處還在於

描述藥用植物的種植方法和管理植物生長之

方式。最重要者，即藥用植物的成分與提製，

根據的報告如：中華醫學會和日本、美國等

地分析的川芎成份報告，包括揮發油、蔗粉

等，還包括黃勞逸和趙橘黃的研究，並分析

出川芎的化學成份。報告最重要的一部分，

是「藥理與用途」，作者分析了歷代傳統本

草文獻之記載，也統整現代研究 [97]，例如

小泉榮次郎《和漢藥考》、杜亞泉的《植物

學大辭典》中尾萬三的《漢藥寫真輯成》、

沈恩祉《藥物製造調查報告》、譚炳杰《四

川省之藥材》和趙橘黃的《現代本草生藥學》

等二手研究，分析川芎的刺激、興奮作用、

黃勞逸則反將川芎列入鎮靜劑等，結語當然

是肯定川芎之藥效，作者認為還可以持續研

究其藥理學和化學構造，希望能推廣於全世

界 [98]。譚炳杰還作過細緻的四川省藥材種

植分佈與開墾建議，認為可以依據產地特性

來提高中藥材產量，以作為藥用化學上製造

之原料 [88]。這種重視生藥分析、二手研究、

典籍記載的辦法，成為後來中藥研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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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

莊兆祥指出，中醫本草典籍需要好好整

理，在戰前有關國藥之論著甚多，但大部分

都側重褒、貶兩極之詞，不深究如何使國藥

進步與實用。自抗戰以來，西藥短缺，「國

藥既為數千年來國人所習用，苟經加以試驗

證明其無害人體而有治效者，正宜盡量採用，

以維持國民健康而塞漏卮。」他認為西藥中

的金雞納霜和柯加因，原本也不過是野蠻民

族常用之原始藥品，幾經化學提煉後，才變

成西藥中的珍品，例如驅逐蛔蟲的山道年，

也是從草藥中提煉，如此多的例子，更何況

中國本草內的豐富資源，「本草書籍所不載

之民間常用藥草亦復不少」。總之，國醫之

所以受忽視，是由於文獻知識缺乏整理，國

藥書籍缺乏系統，載錄藥物又不為常人所習

見，有志學習者，入門時只看到浩如煙海之

古書，「古來書籍之難於治理者，如出一

轍。」[99]他已注意到從典籍中搜尋有關本

草的知識，作為研究國產藥物的基礎，要先

經過整理。

不單是想到代用，還要能積極研發各種

中藥的成分與療效。《醫藥改進月刊》一篇

文章指出：只要能確實知道中藥內部所含之

主要和有效成分，就可以提煉出來替代西藥。

但更進一步地，若每遇疾病必用西藥或中式

西藥代用藥，就成了一位西藥推銷員 [40]。

若用很多儀器去分析出中藥的化學成份，不

過是「土產洋化」。中藥的特點是隨地皆產、

無虛設廠製造、無須包裝，有病即有方、有

方就有藥，不需花一大堆時間、金錢來研究，

反而可以替國家省錢 [100]。這位作者提出的

逕用中藥典籍內方劑處方的想法，在當時的

藥物研究中仍甚少，大多是中醫抱持的想法，

而非西醫或藥師的想法。反而是像對中藥研

究較為開放，不以代用藥為滿足的譚炳杰所

言，他與對中醫友善、重慶中國製藥廠經理

馮志東博士談話，馮也擔任過前中央衛生實

驗處下設化學藥物系中藥品試製室主任。馮

氏指該廠以製作川產中藥為主，其辦法是：

�一方面採取精製，此所謂科學化之製品，

將植物藥與動物藥之精素提出，如麻黃

精、大楓子油精、當歸油素、貝母、黃

連、川芎、蟲草、半夏、羌活等藥之要

素及動物體腺之要素。或將含量過少，

而體量過於龐大之藥材或方劑，依照化

學方法濃縮之，使其效力增大，藥性不

改，而便於施用 [101]。

由此可見該藥廠製藥不在生產代用藥，而是

將原有中藥的成分濃縮與精煉出來。更特別

的是在複方藥部份，「將無機藥與有機藥之

原藥材，依照化學方法以提淨之」，依照當

時《中華藥典》或徵集其他古今各方、家傳

秘方，可資根據者，雖未經科學化之證實，

確能對於一切疾病著有特效者，以製成各種

劑品 [79]。前述軍醫藥圃的製藥，多為提取

單味中藥的成份以代西藥，此例進一步以複

方的概念，「未經科學化之證實」，但又確

實在典籍內或民間使用有效者，製成成藥，

開創了另一種中藥複方製劑的可能。

總結以上成果，雖有不少開展，但戰爭

時期還是有一定的限制，當時製藥廠普遍只

重視成藥，其他正常藥物的研發少予重視。

重慶的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理室，由張昌紹主

持，他指出：抗戰以來對於國產藥物的研究，

中央政府提倡不遺餘力，研究機關紛紛設立，

然數年來成效甚微，細察其故。第一是人才

和器械因政府西遷而流失，各方研究的重心，

多放在國產治瘧和治痢的藥物，但各機關統

屬不一、很少聯繫，以至於有些藥物研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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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而另一機構還在全力開發的怪象，他

建議應統一由中央統籌藥品研究單位，而非

各自為政，但是在當時卻很難達到 [102]。並

且，民間的研究仍在持續，但整個中藥圃的

重植與研究，在國家支持的力道上，卻隨著

政府政策的改變而暫告一段落。

自林可勝領導軍醫學校後，林氏主要的

想法是廢棄專科和藥科。軍醫學校藥科初建

於 1908年，是中國最早的藥學專科，已如前

述。到 1943年為止共計培養了 500多人，但

林氏並沒有因為這是軍醫學校的傳統科目而

加以重視，他忽視張建等人建構藥科的努力，

讓不少人感到反感。在林可勝看來，野戰區

並不需要藥房和藥劑師，護士即可擔負藥劑

師的工作，除大型醫院的藥房外，每個軍隊

沒有必要再配製一名藥劑師；美國的藥物價

廉物美，直接購買即可，不需要自己生產藥

品 [103]。他的想法是，藥物生產可以利用民

間資源，鼓勵民營，因為他們有商業競爭，

會全力研究新的方法和技術，易於改進產品

而臻於現代化；若為國營研發製藥，反而容

易管理失調、弊端百出 [104]。但這對剛興起

的，可能需要國家支持、規劃的國藥研究，

絕對是扣分，所以當時即使日本戰敗，林氏

也不願接收民間藥廠給軍醫、政府單位作為

研發基地。並且，美援也不支持設立藥廠，

直接買美國藥物就好，何必自製或尋找代用

藥？再加上林氏運用他在美國之號召力與聲

望，促使美國醫藥援華會提供大量醫藥給中

國 [105]，到抗戰後期，藥品已不虞匱乏，各

式新藥品如磺胺片、瘧滌平、撲瘧母星大批

運至中國 [106]，皆導致政府研究代用藥的動

力降低，當然會影響最基本的中藥研究。此

外，在美國的軍醫系統內沒有專門的藥科，

林可勝仿照美國系統打造的國防醫學院，自

然也就沒有給予藥科相當的重視。1945年教

育部醫藥研究所及軍醫署製藥研究所，已奉

命裁撤 [107]， 1947年藥學本科更被降等為

專科，全國藥科學生聯合會和軍醫學校藥科

學生開始請願、罷課。在龐大的聲勢之下，

最終到 1949年，國防醫學院藥科和醫、護、

牙科並立，師資才絕大部分恢復原班人馬。

不過高層中，原軍醫學校校長張建的左右如

張鵬翀也離職，原來藥學發展的基礎難以延

續 [108]，戰後這樣的理想更難實踐，因為隨

即國共內戰爆發，創新的國藥研究也暫時蟄

伏，等待國家的重新整合。

結論

本文先透過中日戰爭時期製藥業情況的

鳥瞰，再談到整個國產製藥、代用藥和國藥

概念的複雜性，再論到相關中草藥的種植、

研究等等。總體而言，可以說戰爭促成了國

藥種植與研究的開展，但隨著戰爭結束，這

樣的嚐試也因著各種主、客觀條件而暫時終

止，等待下一階段的萌生。戰爭的壓力，使

得製藥人員和研究者注意到外國如美、日都

不斷研究中藥，若可於大後方川、康荒區設

法種植藥物，既增加墾殖，又可利於經濟、

補醫藥之不足，增加研究材料 [79]，傳統中

藥一躍而上科學製藥的舞台。而究其性質，

其研究不是立基於傳統中醫理論，而是開創

一種植物學、化學研究中藥的可能；「國產

藥物」和「國藥」兩個既有融和卻又衝突概

念，在中西醫論爭相對激烈的 30年代後展

開，仍給了傳統中醫史研究一個很不一樣的

視野。經過本文的梳理，可以發現所謂的「國

藥」一詞，在抗戰時期已有新的內涵，而不

僅是 30年代國醫運動時「中藥」之代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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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抗戰時期仍有不少中醫群體進行中成

藥之研發，筆者另有專文進行分析。本文所

論及的部分，是隸屬政府的軍醫學校藥學科

系、軍醫藥品製造研究所、安順軍醫藥圃等

單位之研究，以及其他該時期民間藥廠、研

究者的構思。綜合來看，「國藥」一詞還包

括了利用本地藥材提煉西藥成分，製成西藥

替代品，以滿足西醫需求的開發模式；以及

無關中西醫，對中國產的動植物進行療效方

面之研究，以開發其藥物價值等模式。至於

有別於軍事系統的大學、研究機構，還有哪

些人在研究國藥？值得持續探究。

文中這些研究中藥的非中醫學者，並非

沒有重視傳統典籍，事實上，本文已舉出不

少例子說明，他們皆重視本草典籍的整理，

只是當時典籍浩如煙海，戰時用藥的急迫性

又迎面而來，實在無法深究。這一點於達準

也注意到了，他在一篇文章後面寫到該文落

筆於「靈山伯勞新中醫藥研究室」，為了提

倡中藥，特於西醫雜誌內轉載全文。他談到：

「提倡國產藥品，正為挽救經濟之漏巵：不

特能救民眾於貧病交逼之中，復能發掘國家

固有之寶藏。」於達準認為，當時對於中醫

藥的研究側重科學，科學方法最適合探討生

理病症，但對於「氣化上之變化疾患」，尤

其是傳統中醫「氣」的推理，則又非所謂科

學方法所可測度。故當時藥理研究報告中對

醫理之陳述，「無非俱為形質上立論，而於

化學之變化中之氣化，不易兼提並論也。是

欲藉科學以藥物對病理之化學變化以折衷，

又為難矣！」[96]於氏之言，沒有貶抑中醫

醫理之意，只是認為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中藥

和中醫醫理之整合，仍有困難，正如對當時

生產與研究的軍醫單位而言，所謂研發替代

西藥仍是「西藥」，而非中醫的中藥，背後

中醫的醫理並沒有在此時被重視，「國產藥

物」仍是一種經過西化後的製藥概念。而猶

為可惜之事，乃中醫方書內大量的複方藥劑

之研究還未開展，雖有被注意到，但這段時

期還是以單味中藥的研究比較廣泛。

雖然如此，這段歷程對現代中醫之發展

仍有極大的啟發。大量中藥開始被透過植物

學的再檢視，化學的實驗分析，進而被提煉、

創造成各種新成藥，即便它僅是「代用」，

卻也證實了一定的「有效」，對中草藥本身

的研究或對中醫治療者而言，無疑是項突破

與創新。雖然，這個歷程亟需國家級單位或

經費的協助，而軍醫系統內的藥科與藥學研

究在 1945年時被短暫停了下來，令人扼腕，

但整個研究方法已持續開展。此時忽視中醫

理論與民間用藥經驗的蒐集，在後來的中醫

史研究中，皆已被逐漸克服、逐一實踐；

而藥圃本身就是根據地理特性種植的在地藥

材，這個基礎使得中國大陸中醫在 50、60年

代的中藥科學研究得以持續並創新，而走出

一條和「代用藥」不一樣的「國產藥物」思

維。本文不宜再多談，以待後續更深入之研

究。

註釋

1.  在 1930年代，所謂的「國藥」就是傳統意

義上的中藥，例如中央國醫館在 1932年指

出：「以科學方式整理國醫國藥，使其成

為有系統的學術。」但在戰爭時期，「國

藥」的意義卻有所轉變，詳本文。參照中

央國醫館秘書處，〈中央國醫館籌備大會

行開會式速記錄〉，《國醫公報》1卷 2期

（1932），頁 8。要在此說明的是，有些

時人所稱「國藥」也可能是指西藥的成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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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上來看，藥廠並不會說明它製成的

成份是西藥或是中藥，甚至有混用狀況，

故行文中碰到此種情形時，未免混淆，會

將「國藥」一詞調整為「國產成藥」，比

較能概括當時的狀況，不致讓讀者產生誤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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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istory of Sino-
Japanese War? Firstly, this study performed an overview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n probed into the complexity of several concepts, 
such as the overall domestically manufactured drugs, western medicine substitutes, 
and Chinese drugs. All in all, the war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ing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drugs. The pressure of war brought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to the spotlight of scientifically manufactured drugs.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was not performed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the 
initiation of botanical and chemical R&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To military medical units who urgently needed drugs, the so-called substitutes of 
domestically manufactured drugs under R&D were still “western medicines,” inst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sides, 
the importance was not attached to the medical principles behi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 the time. Such R&D were sti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st-westernization 
pharmaceutical concept. Moreover, particular stress was laid 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a single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entire effort required the attention 
of state-level units or funds. On the contrary, unfortunately, the pharmaceuticals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within the military medical system was terminated briefly 
in 1945. However, the overall research methods wer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which 
inspir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large amou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were further planted and refined through botanical 
re-inspection and chemical laboratory analysis to create a variety of over-the-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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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Although such drugs were used as “substitutes,” they also verified the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which undoubtedly was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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